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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关于化肥利弊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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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20 世纪 20—30 年代,西方化学肥料的输入及其在中国沿海地区农业生产中的应用与推广,将舶来

肥料与中国传统有机肥的矛盾推到了风口浪尖,引发了中国社会关于化肥优劣利弊的激烈争论。 人们或以

传统天然肥料作参照,强调化肥本身的优点,支持化肥的施用与推广;或指出化肥的各种弊端,反对化肥的

销售和施用;或认为化肥对农业发展有益,而化肥进口却会造成财政漏卮,提倡中国自造化肥。 这场持续近

20 年的肥料论战,促进了中国人对于化肥与有机肥的认识、管理和利用,推动了中国近代有机肥与化肥配合

施用方针的形成,也体现出近代农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相关言论和观点对于当今社会倡导化肥的合理

使用,保护农业生态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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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天然有机肥利用历史悠久,多粪肥田的思想根深蒂固。 然而,从 20 世纪初期

开始,西方化学肥料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推销和使用,开始对传统有机肥造成冲击。 化肥增产

效果明显、施用方便,深受农家喜爱,一些专家学者也大力倡导化肥的使用和推广。 不过,随着化肥销

售和施用问题的增多以及其它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至 40 年代初期,社会上

出现了诸多反对化学肥料的言论,关于化肥与有机肥优劣的争论文章频频出现在各种农业报刊上。
这场持续一二十年的争论,加深了人们对于近代肥料变革的认识,推动了化肥购销和施用的研究及管

理,也促进了有机肥与化肥配合施用方针的形成。 在当今强调肥料的配合使用,保护农业生态的时代

背景下,回顾近代中国关于化学肥料的争论,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关于化肥自身优缺点的争论

化学肥料输入中国之初,少有人相信,也少有人愿意购买和使用,但后来江南等地的农民逐渐接

受并喜欢上了这种舶来品,传统有机肥的施用受到了影响。 这固然与爱礼司、卜内门等商行肥料销售

宣传有关,但是化学肥料自身所拥有优势,则对其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20 世纪 20—30 年代,由于

化学肥料在销售和施用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社会上质疑化学肥料的声音越来越多。 就是说,人们

在接受和施用化肥的同时,也发现了化肥的缺点,并将外来化肥与传统有机肥加以比较,展开了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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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争论。
1.强调化肥的优点

在化肥推广的初期,不少人认识到,中国农事的改良,以采用人造肥料、改良农具和兴修农田水

利,三者为最急务,“三者之中又以采用人造肥料为成效最易著者。冶 [1]因为对于严重缺乏高效肥料的

中国农业来说,化肥的速效性和易用性是传统有机肥无法比拟的。 据时人研究,化肥的优点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化肥价格便宜。 肥田粉如硫酸铔,每百斤(市斤,下同)卖大洋 10 元,且此种肥料,普通约

含 20%的氮素,每百斤中有氮素 20 斤,每斤值大洋五毛。 其时人粪尿从上海运往广州,每百斤平均

价值大洋四毛,以含有氮素 0. 57%算计,每百斤含氮素 0. 57 斤,每斤值大洋约七毛五,每百斤硫酸铔

较人粪尿便宜大洋二毛五。 就当时江南农民喜用的饼肥而言,其价格也要比人造肥料贵不少,“每一

百磅值中国币四元,而人造肥料每一百磅不过中国币二元。冶 [1] 沿海地区较为富裕的农家在河塘泥、
厩肥等天然肥不足时,原来都用饼肥弥补。 自化肥进口后,他们便改用化肥代替饼肥。 据推算,每亩

用硫酸铔 10 多斤就可代替饼肥,肥力大体相当,价格却便宜四分之一,而且化肥施用方便,因此农家

乐于改用化肥。[2]

第二,化肥养分浓厚、功效迅速。 近代中国农家所用的肥料,以人畜粪尿、饼肥等使用最多,而人

畜粪尿的氮、磷、钾成分含量很低,人粪含氮素不过 0. 7% ,马粪含磷素不过 0. 28% ,马粪含钾不过

0郾 52% 。 要使植物获得充足的养料,不能不施用人造肥料。[1]当时农民就注意到,化学肥料往往施用

数日之后,禾苗黄瘦者就会变得欣欣向荣,而天然肥料则没有如此迅速的功效。 中国农民注重眼见为

实,这一点对他们自然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化肥体积小、使用简便、无异味,施用量也易于掌握。 化肥的体积和人畜粪肥相比,相差百

倍,一般每亩地只需二三十斤,而人畜粪尿和其他天然肥料则需四五十担(一担等于 100 市斤,下
同),才能达到同样肥分效果。 肥田粉体积小,搬运及施用简单方便,不像人畜粪尿那样,收集、积制、
储存费时费工。 这样,化肥可以大大减少运肥和施肥所需的时间、劳力,从而节省工钱,减少种田成

本。 除了豆饼、油饼和绿肥外,天然肥料中的人粪尿和厩肥皆有臭味,令人厌弃,而化肥则少有此异

味。 另外,化学肥料的氮、磷、钾三要素可以单独供给,随意加减。 天然肥料所含氮素较多,而磷和钾

含量较少,且养分含量不确切,在施肥量和按需施用方面不易掌握。
由于化学肥料自身所具有的优点以及肥料商的大力促销,农民难挡诱惑。 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

沿海地区,人们甚至争相购买,导致化肥在中国的进口和销售量连年大幅度增长。 民国 17 年(1928
年)化肥输入总价值为 12897000 余关平两,是民国 13 年(1924 年)的两倍多,进口量增长迅速。 从

1924 年到 1937 年的化肥进口数量上也能看出中国化肥使用增长的态势(表 1,一担等于 50 公斤)。
就江南地区而言,从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开

始,这里的化肥销售量连年增加,1925 年以后输

入量每年都以数倍的速度在增加。 1925 年“硫
酸铵用作肥料者更多,故增至三倍冶 [3],一年之

后,1926 年硫酸铵销量又较上年增多近十倍,
“而上年之数,实比前年多至数倍,其用途不仅

培植五谷蔬菜,且更施诸烟草,是其销路业经稳

固。冶 [3]634可见短短几年时间内化肥已经在江南

农业中站稳脚跟,且扩展之势明显。
2.指出化肥的缺点

表 1摇 历年(1924—1936)化学肥料进口数量统计

年份 化肥进口数量(担) 年份 化肥进口数量(担)
1924 986379 1931 2898775
1925 1016028 1932 1912730
1926 1256512 1933 1754304
1927 1423338 1934 890199
1928 2532220 1935 1197236
1929 2640634 1936 2138144
1930 3798356 1937 2915916

摇 摇 资料来源: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旧海关资料(1859—
1949)[M]. 北京:京华出版社,2001,根据资料整理而得。

摇 摇 20 世纪 20—30 年代,一方面,化肥的优点得到肯定,使用量逐步增加;另一方面,化肥不合理施

用对土壤的损害以及在销售中出现的掺杂使假问题,也使社会上质疑和反对化肥的声音越来越多。
中央农业实验所曾组织教师,分组辩论传统有机肥和化肥的优劣。 著名土壤肥料学家彭家元(1897—
1966 年),也对化肥的弊端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 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当时认为化肥主要有以下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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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掺假冒充,真伪难辨。 化学肥料外观上大都为粉状或细粒结晶,倘若不加化学分析,除少数

人能辨别真伪外,一般农民易上当受骗。 不良商人将食盐、明矾等搅入硫酸铔内甚为普遍,农民购入

这种伪劣产品,不但浪费金钱,且使土地变坏。 例如,上海益生行泰山牌肥田粉含明矾 88. 94% ;上海

新建设公司人狮牌肥田粉,黑色者含有煤屑等杂质,白色者含有明矾居多。 上海卜内门多种峨眉牌肥

田粉,混有泥沙、明矾、芋草末、木屑、稻草屑等。
第二,改变土壤质地和性状,损害土壤有机质。 化学肥料是无机质,若连年施用而缺乏人粪尿、厩

肥、绿肥等有机肥的配合,会导致土质板滞硬结,土壤性状变劣。 中国土壤十之八九皆为酸性,若连年

施用硫酸铔,会增加土壤酸性,导致作物生长不良。 所以往往化肥施用最初一二年收成良好,三四年

后,作物收成大大下降,反而不如未施肥田粉之前的产量[4]。 土壤肥料学家陈方济说:“(化学肥料)在
初用时因其性烈,拔尽地力精华,一时以为有利,乃不旋踵,沃土变为石田……凡以用诸农田,稻草虽荣,
而结实不坚冶。[5]

第三,化肥不合理施用使地力下降、农产品质不良。 当时人们购买和施用的人造肥料大多为硫酸

铔这种单一肥料,混合肥料极少,甚至完全不用天然有机肥料。 待一二年后土壤中磷钾二元素消耗过

多,即使加大硫酸铔用量,也不能达到最初施用时的效果,地力很难恢复原状。 另外,单独施用硫酸

铔,只供给植物的氮素营养,缺乏磷、钾二要素的配合,则作物枝叶徒茂,过分生长,成熟时期结实少,
易患病害,蔬菜果品水分过多,品质不良,易于腐败。

当年对于化肥的指责,似乎有众多的附和之声。 从肥料科技层面来看,这些指责大多基于舶来化

肥与传统有机肥比较的视角(表 2),且是在化肥推广过程中出现的。 有学者说,中国农民不了解肥田

粉的危害,以为其功效万能,加之经济条件限制,使用化肥之后就不再施用天然肥料,数年下去导致土

中有机物消耗殆尽,土质变坏,各种作物皆不能生长[7]。 当时也有专家不明确反对化肥的施用,但认

为其害大于利,主张多用有机肥,少用或慎用化肥。 民国农业经济学家宋希庠说,若能借助一定手段,
化肥的轻便、速效等有利方面,也可以在豆饼、草木灰和人粪尿等传统天然肥料上得以实现;另外,传
统天然肥料都很廉价,而肥田粉代价昂贵,且施用后是否真的有利而无害,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看得

出来。[8]

表 2摇 有机肥与化学肥料优缺点的比较[6]

肥料类别 优、缺点

天然肥料
养分稀薄、容积巨大、
搬运困难

富于有机物,有改良
土性之效

含作物所需的各种养
分

用量稍多亦无大害
效力迟缓而能
持久

人造肥料
养分浓厚、体积小、便
于搬运施用

缺乏有机物,用之过
量则土性慢慢变为恶
劣

偏重一二种成分
施用过多有害于作物
且使土性变坏

效力 迅 速, 易
溶解于水而随
之流失

二、关于化肥推广利害的争论

20 世纪 20—30 年代,关于化学肥料优缺点的讨论时时见诸报端,“抵制化学肥料冶“拒绝使用化

学肥料冶等标题往往赫然在目。 化肥反对者不仅从农业生产及肥料科技的层面指出化肥的缺点,还
从政治以及经济层面阐明化肥推广的弊端。 化肥的支持者则在肯定化肥自身优点的基础上,从科技、
经济以及国外使用例证等各个方面,宣扬中国施用化肥的必要性,反驳不利于化肥推广的言论。 这场

争论大约从 20 年代后期开始,到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达到高潮。 只是由于争论双方所关注的重点不

同,所以始终难分胜败。
1.反对化肥应用与推广

1930 年第 13 期《农业周报》刊载的一篇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出中国人反对西方化肥应用的政

治情结与民族义愤。 反对者认为,化学肥料推广政策是一种最高效率的农业侵略,如果化肥在全国推

广开来,“不独农家辛苦的收成完全成为舶来化学肥料的推广的收成,甚而至于中国人民的饱饿存

亡,也都操之掌握,而帝国主义的土地侵略政策,于此大功告成,这不比任何侵略政策还要狠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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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冶 [9]并呼吁拒绝舶来化学肥料,打破这个有预谋的侵略计划:“除对于其肥料推广取绝对不合作主

义以外,同时都步着可敬而痛快的壮举和声调,一致进行,以保全我农业要素的完整。冶 [9] 在近代抵御

外侮、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反对、抵制化学肥料的论调一时拥护者众多。 沿海地区的民间商会受

到化肥有害论的影响,纷纷表示拒绝化学肥料的宣传和销售。 1930 年 7 月,汕头中华国货维持会曾

为此呈请政府禁止进口化肥,理由是肥田粉性烈,能收一时之效,但长期使用将导致大片田园荒

芜[10]。 江宁、济南等地商会亦发电响应,表示拒绝肥田粉的输入和使用,以挽救农田。
化学肥料在中国的施用与推广不仅受到本国人的抵制,还受到个别外国人的怀疑和反对。 20 世

纪 20 年代,西人华洋义赈会书记麦罗拉(W. H. Mallory)说:“须知中国农人保持土壤之肥沃,已在四

十世纪以上。 在美国许多地方仅在几十年中,而土壤已荒瘠矣。 再者,农业之发达,世界无一处堪与

中国比伦,而每亩所获,又远胜于西方诸国。 在此种情形下,……化学肥料是否应导入,是一问题,此
须注意研究。冶 [11]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民国 31 年(1942 年)11 月英国议会泰弗亚勋爵访华期间,曾在

中央大学、四川大学农学院、金陵大学、四川省农业改进所等地发表演讲,举例说明施用化学肥料的种

种弊端,盛赞中国利用天然肥料的传统,并劝告中国切勿使用化学肥料[12]。 泰弗亚勋爵的演讲经各

大报纸刊登后,引起极大反响。 以泰弗亚勋爵的演讲为导火线,全国范围内形成以一场关于化学肥料

的激烈争论。 这场争论见仁见智,涉及到化肥应用与推广的科技、经济乃至政治问题,使更多的人认

识到了化肥的优劣及利弊,也再次展现出近代中国传统有机肥与西方化学肥料冲突及交汇的景象。
2.支持化肥应用与推广

20 世纪 30 年代末,为了引导农民正确认识和合理施用化肥,驳斥民间关于化肥有毒的传言,著
名水稻专家原颂周(1886—1975)教授就人们所说的化肥的各种危害,一一进行了反驳,提倡化肥的

应用与推广,并主张化肥与有机肥配合施用。 这种支持化肥施用的观点也不乏呼应之声。
原颂周说,英国罗丹士得农业试验场曾举行试验,专在一区内多壅硫酸铔达 75 年之久,后来的试

验证明施用硫酸铔并非一定造成土壤硬化。 他还阐述了有机肥与化肥配合使用的好处:“中国农民

施用有机体的废物,如草屑、禾秆、绿肥等已甚普遍,若采用人造肥料以为辅助,绝无伤害土壤物理性

之可虞。冶至于土壤因用硫酸铔而酸化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施用石灰作为调剂即可,极易解决。 且多

数植物,只要酸性不超过限度,即使年年施用硫酸铔也无大害。 在一些土壤皆为碱性的北部地区,使
用硫酸肥料则更能收调节之效。[13]关于中国作物每年因病虫害而受损失的问题,原颂周认为,在中国

未有硫酸铔以前,病虫害早已蔓延,并不能认定化学肥料才是元凶,当务之急并不是停止施用化学肥

料,而是指导农民使用杀虫灭菌药剂予以防治。 原颂周等人还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对于化学肥料已有

充分研究的国家,无不以硫酸铔为主要肥料,且其化肥施用量有增无减,所谓硫酸铔之弊害似可释然。
化肥支持者还从化肥施用的经济效益方面,阐述了中国推广化肥的必要性。 他们认为,欧美应用

化学肥料以助天然肥料之不足,时间虽不到百年,但增加粮食产量的效果却是有目共睹。 再以日本为

例,1933 年日本消费氮肥近百万吨,其中以硫酸铔为大宗,又销过磷酸石灰百万余吨,钾质肥料三万

三千吨,此外又销豆饼百万吨,厩肥、绿肥、人粪尿等数百万吨。 至 1934 及 1935 年,硫酸钾消费额已

超百万吨以上。 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化肥施用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如同中国一般严重的负面问题。 原

因之一是我国农民施用天然肥料相沿成习,而缺乏对于化学肥料相关知识,既不辨其性质,亦不察土

地与作物所需,往往任意滥施,难免出现各种问题。 原颂周指出,化学肥料优越性有目共睹,其负面作

用亦不容忽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才是应对化学肥料的正确方法[13]。 有人也说:“人造肥料实为补

助天然肥料之要品,用其得当确实可以增加生产,免土地变坏。冶 [14]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原颂周结合中国稻谷生产的需求,对化肥推广的技术经济效益予以充分肯

定。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稻谷每亩产量平均为 3. 28 担(1 担等于 50 公斤),合每公顷 29. 37 公担(1
公担等于 100 公斤,下同),当时中国每年平均消费硫酸铔 110770 吨,其中稻田施用硫酸铔的数额占

总消费额的 60% ,即施于稻田约为 66000 吨,每亩平均不过 0. 44 斤,而同时期荷兰每亩用量为 35 斤。
如果中国农民在每公顷施用有机肥料之外,加施 145. 6 公斤硫酸铔,就可增加稻谷 456. 03 公斤,折合

成亩来计算,即每亩加施 15 斤硫酸铔就可增产 45 斤稻谷。 以 1935 年为例,当年农民购买硫酸铔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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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平均 9. 5 元(连关税杂捐在内),而稻谷平均每担 4 元,如果农民每亩用硫酸铔 15 斤,仅费 1. 45 元,
而增收的稻谷 45 斤价值 1郾 8 元,照此推算,用硫酸铔一担就可增益 2. 5 元。 若再减轻关税,豁免苛

杂,则农民获利更多。[13]从理论上看,化肥增产效益的确显著。 可惜的是,一些产米省份,有的因运费

昂贵,有的因地方征税过重,致使化肥的施用障碍重重,每亩硫酸铔用量极少,与荷兰等欧洲国家差距

非常之大,从而导致中国稻米产量相对较低,每年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稻米[13]。
由此可见,化肥反对者主要从化肥推广所带来的土壤危害和政治影响方面来考虑问题,而化肥支

持者从中国农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出发,关心的主要是化肥所能带来的增产效益。 在这样的立场上,前
者历陈化肥推广的弊端,竭力反对化肥进口、销售和使用。 后者则认为中国农民不是用不用化肥的问

题,而是化肥施用量太少了。 若能增加化肥施用量,其农业产量必将大为增加,从而解决经济困难和

国际贸易收支失衡问题。[13]

三、关于化肥是进口还是自造的争论

中国古代农民几乎完全采用有机肥料,如人粪尿、厩肥、堆肥、豆饼、绿肥等。 这类天然肥料大部

分无需花费金钱,经过日积月累或种植就能获得。 及至近代,随着农业商品经济的发展,江南等地的

豆饼、粪肥也有部分变为商品性肥料,但在化肥输入中国之前,这些通过购买获得的商品性肥料亦是

国内所产,因此不存在漏卮的问题。 19 世纪初期,中国开始输入化学肥料,部分有机肥料被化肥所代

替。 此后,中国进口的化肥数量逐渐增长,长年累计下来,财政花费巨大。 民国时有不少人认为,中国

大量进口化肥造成财政漏卮,并加重农民负担,应抵制化肥进口,提倡设立工厂,自造化肥,由此又引

起了朝野人士的深切关注和大量议论。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能够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则某项贸易造成漏卮倒也无可厚非。 然而近代

中国,进口的主要是化肥、煤油、火柴等工业品,出口的却是大豆、棉花、烟叶、蚕丝、豆饼等资源型农产

品。 且从 20 世纪初期到 30 年代初期,进出口的数量以及入超数量均有不断增加的趋势[15]。 这意味

着财政漏卮越来越大且无从填补,农业生产与农民生活也受到严重影响。 随着当时中国传统自然经

济的逐渐分解,广大农民在生产和生活上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陷入了世界经济的漩涡。 据部分地

区 1921—1925 年农家经济调查资料,在农民的消费资料中,自给部分占 65. 9% ,购买部分占

34郾 1% 。[15]328同时,购买品中有很大一部分舶来品,如点灯的菜油被煤油所代替,土布被洋布所代替,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当时就有学者指出“帝国主义者的商品是破坏农民经济的先锋,势力在天天进

展,及至农民在农事上所用的肥料也由有机肥料改为化学肥料,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至此完全崩溃

了。冶 [16]另外,农民日益依赖市场,为增加购买力,也就必然要扩大自身产品的出卖数量,从而把越来

越多的农产品抛向市场。 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巨大剪刀差以及市场的波动使很多农民陷入贫穷困苦的

深渊。 尤其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省份或者一些农业商品生产比重较大的地区,农民以低价出售农产

品,高价购入舶来品,受到多重盘剥,其生产虽有增加,但收入却未见提高。 有学者曾说,舶来品化学

肥料的源源输入和滥用,应是江浙等地农民增产不增收的重要因素。[16] 还有人指出:“肥料为中国农

民之第二大负担,如果肥料不能自给,中国农业前途不堪设想。冶 [17]

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外国各种化学肥料进口的数量及价值,1911 年为 821255 担,价值银元

707048 两;1919 年增至 1142112 担,价值银元 1041198 两;1932 年增至 1931907 担,价值银元 9095885
两。 自 1911 年到 1932 年底总计共达 28461102 担,值银元 83389838 两,其中仅 1930 年一年达

3907039 担,值银元 18517688 两。[16]21 年间累计所输入的化学肥料价值 8300 多万两,在当时人看

来,这明显成为中国财政的一大漏卮。 20 世纪 20—30 年代,输入中国的化肥大部分在沿海和交通发

达的地区使用,但按照其快速发展的趋势,遍及全国的农田也只是时间问题。 有研究者根据农商部的

调查指出,1930 年前后,中国的田亩面积总共为 157000 万亩,每亩施肥的花费,以最低价值而言,全
年平均为 1 元,则全国消耗当为 157000 万元。 若外商所推销的化肥数量,能达到全国田亩面积之一

半,其每年吸走农民金钱就可达到 78500 万元。[8]更让人担忧的是,长此以往,必将积重难返,严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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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国计民生:“每岁漏卮甚巨。 我国缺乏原料不能自制,专恃外货输入,每岁金钱之流失,数额颇为可

观,今日已达二三千万元,不外十年,必逾亿兆,设一旦而夺我国固有肥料之席者,其影响民生之重大,
必有不忍言者。冶 [8]

有人进一步指出,这些漏卮只是有形的损失,还有施用后农业上所酿成的不良后果,较有形的损

失更为可怕。 在国际收支无法平衡的状态下,如何尽量减少漏卮并彻底解决其负面作用? 当时社会

上不少人认为,中国的化肥进口太多了,解决财政上的漏卮,根本办法在于拒绝化肥进口与使用。 有

专家说,“试就目前吾国现状言之,目前确无引入化学肥料之必要。冶其理由主要有三点:一是舶来品

成分无切实之保证,在没有获得可靠的本土试验结果之前,决不可令农民贸然施用以损土质。 二是中

国农民经济能力薄弱,而农产品价值又廉价,决不能让其以高价购入化肥,来替代一部分或全部传统

天然肥料。 三是中国天然肥料资源丰富,不像外国人那样因厩肥不足而乞灵于化肥肥料。[18] 当时全

国一些商会也支持化肥输入有害的观点,“以舶来肥料如畅销全国,每年全国金钱外溢将达十四万万

之多,汕头市国货维持会已实行抵制,各地纷纷响应,江宁商整会亦有电称拒绝。冶 [19]

然而这样的呼吁雷声大、雨点小,难以付诸实施,且引起了诸多质疑。 因为中国农业的发展极缺

肥料,沿海地区的农民以及相关农业经营者的化肥需求在逐年增长。 著名土壤学家张乃凤指出:“有
许多人对于提倡人造肥料,抱着怀疑态度,因为这许多人想,人造肥料是外国货,提倡人造肥料便是替

外国人推销他们的货品。 这种观念带着根本上的错误。 我们在以往的几十年中,每年要向国外购买

许多的小麦,棉花,米等。 若是能少购买一些,可以省却一部分的金钱外泄了。 每购买一万元小麦的

钱可以改作购买五千元小麦的钱就够了,我们拿这五千元的肥料施用后,至少可以增加价值一万元的

小麦的产量,那么因为购买小麦而流到国外的一万元就可以改作五千元了。 再者,许多瘠地因为有了

相当的肥料,一变而为宜于耕种的地。冶 [20]张乃凤认为,提倡人造肥料,增加粮食产量,减少粮食进口,
才是解决财政损失和农业难题的有效途径。 据研究,在中国二三十年代不断增长的入超数额中,有较

大部分来自于稻米、小麦和面粉的进口[21]。
化肥有益于农业生产,但是舶来品又存在诸多弊端,那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当然就是中国自制化

肥了,为此又引发了大量议论。 有人指出,化肥依赖外国货,不仅漏卮巨大,而且容易在国际风云变幻

之际受制于人,中国只有自制化学肥料,才能避免陷入任人摆布的困境。[22]还有文章认为:“为避免舶

来化学肥料之漏卮,消极的故应严格管理与检验,积极的更须设厂制造。 ……站在农业的立场上,化
学肥料是农民的必需品,我们不但不应该反对施用,而且应该积极提倡,想法提倡,以求自给。冶 [17] 可

见化学肥料有利于中国农业在当时已基本成为共识,关键是中国必须自制化学肥料而非全赖进口。
就是说,诸多反对化学肥料的呼声,表面看来是在抵制化学肥料,然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反对主要

是冲着“舶来化学肥料冶而来的。 有人撰文历数舶来化学肥料的弊端,劝诫人们不要购买舶来肥料,
但是文中又道:“吾国农民,天然肥料决不可废弃,肥田粉亦不得不兼用。冶 [23]

总之,当时人们反对化肥的症结在于“舶来冶二字,就连认为化肥推广是帝国主义侵略手段的文

章作者亦坦言:“在中国缺乏肥料的现在,我们对于化学肥料的使用,在有利无弊的范围内,不独不必

反对,而且应该去提倡,假若某种化学肥料是自己制造的。冶 [9]

四、近代化肥利弊争论的影响

近代中国关于化肥利弊的争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和农业生产发展条件之下展开的。 虽

然争论长期相持不下,难分胜负,但不能由此否定其积极意义。 最基本的一点是,化肥争论促进了相

关调查研究和田间试验的开展,以及化肥与有机肥配合使用方针的形成。 所以,不论是从肥料学术的

层面看,还是从化肥合理施用的实践来看,这场争论都很有益处。
1.促进了肥料调查、研究和肥料学术团体的建立

19 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开始大量施用化学肥料,对于化肥的研究亦逐渐深入,相关研究成果为

化肥的合理施用提供了依据。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中国各农业机关和研究机构开始致力于化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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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调查研究,其内容主要包括三大方面:一是土壤与肥料的调查;二是化肥的田间试验;三是化肥的

实验室分析[24]。 其中化肥田间试验与化肥利弊争论的关系尤为密切。
20 世纪初期化学肥料输入中国后,洋商为了打开销路,自筹经费,在多个省份举行田间试验,展

示化学肥料对农作物的效果[14]。 据《农事月刊》1927 年第 6 期记载,经销峨眉月牌肥田粉的英国卜

内门公司在上海西愚园路设立“肥田粉农事试验场冶,在所种蔬菜等作物上施用化肥,欢迎农民前去

参观。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随着化肥在中国的畅销及诸多问题的出现,有中国学者开始呼吁进行化

肥试验[13]。 自 1933 年起,中央农业实验所以及其它农业科教机构,在从事土壤肥料调查研究的同

时,纷纷开始了自主的化肥试验。 其试验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作物种类与三要素肥料需

要程度之关系;(2)有机肥与化学肥料配合施用;(3)硫酸铔酸性试验及石灰改良硫酸铔酸性试验;
(4)肥料对于作物品质的影响;(5)水稻氮肥肥效比较试验;(6)化学肥料经济用量试验。 田间试验数

据表明:化肥有益于作物生长,关键是如何使用。 在当时关于化肥利弊的激烈争论中,这无疑是对于

诸多不理智呼声的一种有力反击。 相关研究成果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化学肥料的真实面目,有利于中

国农民正确对待和施用化学肥料,也是近代中国农业“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冶施肥方针形成的理

论基础。
近代化肥利弊问题的争论还促进了中国土壤肥料学会的成立。 1933 年 7 月,诸多农业专家在参

加中华农学会年会之后齐聚杭州,当探讨其时国内土壤肥料问题的研究状况时,大家深觉土壤肥料研

究对于国计民生之重要性。 可惜当时研究人员和机构,“各散之四方,绝少联络冶 [25]。 为了整合国内

土壤肥料学的研究力量,并使各方的交流与讨论能够得以常态化,在彭家元、马寿徵、铁明、陈方济、包
伯度等人倡导下,1934 年中国土壤肥料学会在南京宣告成立。

2.推动了近代化肥购销和施用的管理

19 世纪后期,随着化学肥料的畅行,欧美各国建立肥料管理机关,遍设农事试验场,研究化肥之

利弊,促进化肥的合理使用。 相较之下,化肥自 20 世纪初输入中国至 30 年代,弊病时现,危害丛生,
其根源即在于缺乏监督和检验,管理不善。 民国时期农业专家张范村曾说,化肥之所以为害中国农

民,“实管理机关之未臻妥善,农事试验场未曾完备冶 [26]。
在关于化肥利弊争论的过程中,中央和地方的化肥管理机构从无到有,职能日趋完备;化肥管理

政策陆续出台,各种肥料试验场相继建立。 1929 年 2 月 1 日,南京国民政府农矿部农产物检查所成

立,该所宣称其主要职能之一,即为“检查肥料之品质,取缔市上有害农田之肥料,以免欺骗农民。冶淤

1930 年底,国民政府工商部上海商品检验局接管农产物检查所,肥料检验并入商检局化工产品检验

处,按照规定对进口或国产的人造肥料实施强制检验和监督检查。 20 世纪 30 年代各地方政府也设

立了相应的肥料管理机构,江苏和浙江是全国最早设置肥料管理机构的省份,在化肥检验和购销管理

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7]。
在设立肥料管理机构的同时,人们还在加强肥料检验和购销管理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方

面从源头上禁止不合格产品输入,一方面加强国内市场销售的监督管理,同时制定化学肥料配合施用

的具体办法,指导农民合理施用[7]。 这些举措主要包括(1)加强检验,严禁不合格产品输入与销售;
(2)规定搭配肥料比例,严禁销售和施用单质肥料;(3)加强营运与销售管理,加大违章营运处罚等。
以第二条举措为例,近代中国单质硫酸铔约占总施用量的 90%以上,危害明显,于是肥料专家积极呼

吁限制单质肥料“肥田粉冶销售。[28]1932 年 12 月 9 日,浙江省政府就此特别规定不许再使用“肥田

粉冶三字概括一切;凡单质化学肥料及未经浙江省建设厅审核许可者,一律禁止输入[29]。 浙江省和江

苏省相关管理机构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化肥施用搭配的要求做了具体规定,并在管理实践中不

断予以调整,推出混合肥料以方便农民选购[30-31]。 这样做取得了一定效果,表现在硫酸铔输入数量

减少,而磷肥和钾肥数量增加[32]。
综上,20 世纪 20—30 年代,由于受到化肥销售和施用问题的刺激以及相关争论的影响,中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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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管理措施,为化学肥料的质量监控及合理施用提供了政策保

障。 虽然这些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有些甚至成为纸上空文[5],但是不能因此忽视中

国近代对于化肥管理所做出的努力及贡献。
3.促使中国人自造化肥

中国天然肥料来源广,但大多养分稀薄,肥效迟缓。 因此中国农业的发展,除了利用天然肥料之

外,亦不得不借助人造肥料。 当进口化学肥料所带来的巨额外汇支出和土壤变坏等问题相继出现以

后,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国内尤其是江浙等经济发达省份,出现了一股“抵制舶来化学肥料冶的浪潮。
于是,解决问题的对策就集中在中国自制化肥上。 当时人们已认识到自行制造化学肥料,不仅是降低

农业生产成本的首选,亦成为振兴中国农业亟待举办之事。 直到 1946 年,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提交

的报告书中,依然认为改进中国农业首要问题就是建设化肥厂,低价向农民大量供应他们急需的化

肥。[33]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要自产化肥并与舶来品展开竞争,殊非易事。 自 19 世

纪初西方化肥输入中国之后,不少志士仁人努力谋划设立中国自己的人造肥料厂。 1937 年 2 月,在
经历了无数艰难曲折,突破了技术、资金等方面的重重障碍之后,由范旭东等一批民族工业先驱创建

的中国第一座化学肥料企业———永利硫酸铔厂在南京长江北岸建成投产,中国人自造化肥的梦想终

于变成了现实(图 1)。 永利铔厂拥有日产合成氮 39 吨,硫酸 120 吨,硫酸铵 150 吨和硝酸 10 吨的能

力,设备精良、规模宏大,被誉为“远东第一大厂冶。 铔厂建成投产之时,正值春耕季节,其生产的“红
三角冶牌硫酸铔肥料,销售到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及东南亚一带,极受农民欢迎。[34]

自 20 世纪初化肥进入中国以来,英、德、荷、加四国厂家代理组成的“铔联冶几乎垄断了中国市

场。 他们按比例分销,其中英国卜内门和德国爱礼司洋行势力最为庞大,市场份额分别占 59% 和

31% 。 1937 年 2 月,当永利生产的“红三角冶牌硫酸铔货源不断出厂后,这种外商垄断中国化肥市场

的状况才有所改变。 永利铔厂生产的产品质量高,售价低,“外国硫酸铔氮质每斤应价 0. 75 元,永利

公司之氮每斤价 0. 5 元。冶 [35]大量印发广告单到农村进行宣传,各大报刊杂志亦常可见永利铔厂刊登

的广告,介绍“红三角冶牌硫酸铔的优点、施用方法,各作物施用分量和时期。[36] 再加上其为中国自主

制造的产品,农民纷纷购买之,销路很快打开,并进入到英德的销售核心区华南地区,打破了长久以来

外国化学肥料对中国市场的垄断。
可惜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永利铔厂遭到日寇的破坏和侵占,生产停顿。 抗战胜利后,生产

恢复,但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三分之一。 不久内战爆发,原本伤痕累累的永利铔厂再次处于风雨飘摇

之中。 新中国建立之后,永利铔厂才重新获得生机。

小摇 结

近代中国关于化学肥料利弊的争论,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交汇的特殊社会环境下展开的,伴随着

舶来化学肥料与传统天然肥料相互冲突的历史过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对于化肥这一外来新事物

的认识、利用及探究,推动了中国近代“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冶施肥方针的形成,也为中国自制化学

肥料做好了思想舆论准备。 这场持续几十年的肥料问题大讨论,体现出近代农学家和相关知识分子

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的艰难交汇。 这场讨论虽然早已成为历

史,争论的观点也无法用对错来判定,但在当今保护农业生态,强调化肥合理使用、大力提倡有机肥的

新时代背景下,回顾近百年的那段历史,再现那些关于肥料应用与推广问题的讨论,显然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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